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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的研究发现某些具身效应不能被重复, 这给心理学界带来了空前的可重复性危

机。基于对具身认知“概念化”、“替代”和“构成”主题的分析, 通过区分具身效应的生成层次、

强弱条件、建构方向和任务特性四个方面, 以便在实验中更准确地“定位”具身效应。未来研

究可以从具身效应层次的分离与综合, 强弱条件的界分, 调节或中介机制探讨以及实验范式

革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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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ently, previously established embodiment effects (e.g. power pose effects) have 

partly failed to replicate, calling into question whether embodiment is in fact a true effe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conceptualization”, “alternative” and “construction” of 

embodiment cognition, this present article proposed a way out of the dilemma by specify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ffect: embodied generating level, strength degree, constructing direction 

and experimental task. Clarifying these four aspects could be helpful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embodiment effect and address the replication crisis. Future studies could conduct by 

differentiating and synthesizing the embodied generating levels,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nditions for embodied strength, discovering the mediating or moderating role of embodied 

variables, and creating new specific experimental paradi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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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本身在世界中, 就像心脏在机体中……我当然能在思想中俯视寓所, 想

象寓所, 或在纸上画出寓所的平面图, 但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 我就不可能理

解物体的统一性。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认为人类的认知加工活动根植于身体与世界的

交互过程(Wilson, 2002)。具身效应是指身体或环境变量对人类认知加工活动的影

响。近年来, 具身认知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Andy, 2008; Bargh, Chen, 

& Burrows, 1996; Carney, Cuddy, & Yap, 2010; Zhong, & Liljenquist, 2006)。然而,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BSH114);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2017THZWY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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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研究都发现, 不少具身认知研究并没有得到重复验证, 给认知科学界

尤其是心理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重复性危机(陈巍, 2014; 胡传鹏等, 2016)。

例如, Bargh 等(1996)发现, 当启动了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后, 被试在离开实验室时

走路变慢。而这一现象在后来的重复实验中未被发现(Doyen, Klein, Pichon, & 

Cleeremans, 2012)。又如 Schnall, Benton 和 Harvey (2008)发现, 当启动了清洁的

概念或在经历了厌恶后进行洗手行为, 人们会做出更不严厉的道德判断。Johnson, 

Cheung 和 Donnellan (2014)用原作者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直接重复, 却没有发现类似效

应。反而言之, 对于不相关的厌恶感是否会放大道德谴责的严重程度？Landy 和 Goodwin 

(2015)使用元分析方法发现了较小的厌恶放大道德谴责的证据(d = 0.11), 但在考虑出版偏差

的情况下, 这种影响就完全消失了(d = −0.01)。具身效应时有时无, 学术界对此质疑重重。

Goldinger, Papesh, Barnhart, Hansen 和 Hout (2016)提出具身理论的基本原则要么具有不可接

受的模糊性(例如, 知觉受身体影响的理论前提), 要么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例如, 认知进

化是为了最大化保存, 情感影响认知等), 因此并没有推进认知科学的进程。 

那么, 具身效应到底是否存在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 身体参与人的认知活动是

毋庸置疑的。理论上, 早期从区分意识和无意识的角度分析, 具身效应处于无意识当中, 在

人类日常认知活动当中起着基础和默认装置的作用。正如 Nosek, Hawkins 和 Frazier (2011)

的观点, 大多数人的认知都发生在意识知觉或意识控制之外, 其中一些内隐加工影响着社会

知觉、判断和行动。事实上, 在许多领域当中也都发现了具身效应, 例如上下、左右、高低、

轻重、软硬、强弱、大小、远近、明暗、洁脏、甜苦、香臭、冷暖等物理变量的改变可能与

心理变量存在对应关系(彭凯平, 喻丰, 2012)。但实证研究中出现许多无法重复的现象引起了

学术界的不断反思。伍秋萍、冯聪和陈斌斌(2011)指出, 在社会认知领域中以具身理论为框

架开展实证研究时可能需要注意身体状态、因变量的社会性等条件。Meier, Schnall, Schwarz

和 Bargh (2012)则指出大部分具身研究都是描述性, 而非解释性的, 需要基于现象学为基础

的方法找出具身认知效应的边界条件和中介变量, 探索与行动相关结果的测量, 并解决个体

差异的影响。这些研究都尝试对具身效应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类属划分和机制探讨, 为未来的

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 对于具身认知的本源问题仍未触及。为了进一步理解和解决具身效

应的可重复性危机, 有必要追溯具身哲学的渊源, 重新理解实验具身效应, 从而找到适于自

身的前进方向。 

回到具身哲学理论, 研究者提炼出具身认知的三大主题(ShapiroL, 2011; 陈巍, 郭本禹, 

2014)：(1)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身体的生理属性对我们获取生物体的概念给予了限制

或约束。人类对世界万物所建构起来的概念会受到来自身体提供给自己的视角的影响。除此

之外, 影响人类“概念化”的因素还有族群语言、文化、习俗、环境颜色等, 也无形中参与到

认知加工。(2)替代(Replacement)。生物体的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代替了作为经典认知核心

的表征加工(representational processes)。认知不再依赖基于符号表征的算法加工(algorithmic 

processes)。它最重要的贡献是承认身体在心智加工中的重要作用, 理解身体施加在心智上的

约束, 或者领会认知活动中自发涌现的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耦合交互作用。(3)构成

(Constitution)。身体或世界在认知加工中扮演了要素(constitutive)角色, 而不是简单的因果

性(causal)角色。如果传统认知科学的“构成”论是成立的, 那么身体至少应当是“构成”成分之

一, 即心智延展出身体。总体来说, 身体和环境也是心智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认知加工的

要素, 具身变量是认知加工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能以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的形式但并不

一定以自变量的形式影响认知加工活动。 

根据具身认知的“概念化”主题, 人类受制于身体而对外界进行“概念化”的过程, 必然会

受到宏观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观的躯干和肢体以及微观的感觉通道的影响。因此, 在宏观、

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具身效应。但是, 目前关于具身效应的可重复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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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将这些层次进行有效区分。因此, 这并不能证明具身效应是不可重复的甚至不存在

的。根据“替代”主题, 在替代传统符号表征加工的过程中, 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耦合程度

决定了具身效应的强弱差异。耦合的程度不同, 效应强弱也不同。因此, 对具身效应的“定位”

也必须考虑影响脑、身体和世界之间耦合程度的条件。根据“构成”主题, 身体或世界在“构

成”认知活动对象时, 作为认知主体还是认知客体的存在, 决定了具身认知的建构方向有所

不同。这在具身效应实验当中也应当纳入考量, 从而清晰地“定位”具身效应的建构方向。此

外, 实验操作化任务本身存在离线启动与在线操作的差异性。Wilson (2002)提出行为观察属

于在线具身认知(online embodiment), 而文字启动属于离线具身认知(offline embodiment)。苏

彦捷和孙芳芳(2014)在对道德具身效应进行元分析时对在线性与离线性任务进行区分, 发现

在线性任务的具身效应大于离线性任务的具身效应(效果大小比为 0.234 : 0.149, 虽不显著, 

但仍有明显差异)。因此, 任务特性也是影响具身效应的重要因素。 

据此分析, 具身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但在实验研究过程中需要针对具身效应的生成层

次、强弱条件、建构方向以及任务特性等四个方面做出更细致的区分, 从而准确“定位”具身

效应, 解决具身效应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问题。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对具身效应进行分析和

解读。 

1  具身效应的生成层次 

传统认知科学主要围绕着核心认知系统——脑——展开研究, 而身体和环境均未被正式

纳入传统认知科学的视域。具身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实现其对传统离身认知的革命。根据

ShapiroL 对具身认知三大主题的概括, 具身认知加工具有层次上的差异性(ShapiroL, 2011)。

无论作为载体还是主体, 身体毫无疑问参与到人类认知世界及其自身的过程。正如“概念化”

主题所述, 身体参与认知过程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如图 1 所示：外部环境参与核心认知, 

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 构成了具身认知的宏观层次; 身体躯干及肢体参与核

心认知, 包括身体姿态、运动交互以及表情系统等, 构成了具身认知的中观层次; 身体内部

感觉通道参与核心认知, 包括五感及本体感觉等, 构成了具身认知的微观层次。认知、身体、

环境融为一体, 即认知存在于大脑, 大脑存在于身体, 身体存在于环境(叶浩生, 2010, 2013)。

在这三大层次当中, 具身效应的稳定性可能随层次由宏观到微观而降低。究其原因在于，在

具身认知活动发生发展过程中, 宏观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变化速度最慢, 具有季节和地域的稳

定性; 中观的躯干及肢体变化速度中等, 具有与当前交互对象的即时反应性; 微观的感觉通

道变化速度最快, 具有基于神经电传导和化学传导的瞬时反应性。因此, 宏观层次的变化速

度最慢而保有最稳定的效应; 中观层次的变化速度快于环境而导致效应稳定性稍弱; 微观

层次的变化速度最快而导致效应稳定性最差。因此, 有必要对当前所发现的具身效应所处层

次进行有效区分, 以便理解为什么当前许多具身效应无法得到重复。 

1.1  自然和文化环境参与核心认知 

这是具身认知的宏观层次。在时间上, 自然环境的季节性和物候特征等可能会塑造人类

的认知活动。在空间上, 环境空间的大小、视野宽窄等, 垂直和水平空间特征及遮挡关系等, 

这种外部空间环境也可能影响人的核心认知活动。人文环境中被试的群体认同、所在地域的

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等均可能影响着认知加工。已有研究中, 如敬畏感与外部空间环境

的关系(Bai et al., 2017), 又如区域温度与地缘人格之间的相关性(Wei et al., 2017), 都是环境

影响核心认知的重要证据。综合身体与环境交互的时空特性, 可分为身体与小环境的互动, 

如家庭环境对人的认知塑造; 身体与大环境的互动, 如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影响认知加工。 

在身体与小环境的互动方面, 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沉浸式环境的研究, 比如以核心厌恶

启动道德厌恶的方法, 让被试在恶臭的垃圾桶旁边填问卷从而使道德判断更为严厉(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 在清新的实验室空气环境当中个体表现出更多互惠与信任

(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等。这些实验都是使身体沉浸于某个自然或实验室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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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当中进行。在身体与大环境的交互方面, 代表性研究有具身厌恶与政治态度(Inbar, Pizarro, 

& Bloom, 2009)、宗教纯洁性(Ritter & Preston, 2011)和其他非文化倡导性的现象如同性恋

(Inbar, Pizarro, Knobe, & Bloom, 2009)等违背主流人文价值的人际关系(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之间的相关性。其他研究则涉及到了地貌(Bai et al., 2017)、气温(Wei et al., 2017)

等自然环境因素与身体交互关系对人的主观认知的塑造。 

人类一切认知活动都沉浸于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 也因此受到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稳定持

久的塑造。在三大层次中, 宏观环境的变化速度最慢, 这种沉浸性特点和最缓慢持续的影响

作用使这一层次认知活动的具身效应最为稳定。当重复实验的被试与原实验的被试在自然和

文化环境具有同质性的抽样背景前提下, 这一层次的具身效应应具有最高的可重复性。相反, 

如果被试具有不同的自然和文化环境背景, 则具身效应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 苏彦

捷和孙芳芳(2014)对道德这一与文化背景高度相关的领域中的具身效应进行元分析发现, 被

试来源国家对道德具身效应具有非常显著的调节作用(Q = 79.454, df = 41, p < 0.001, 详见

(苏彦捷, 孙芳芳, 2014))。 

 1 

微  观

中  观

宏  观

脑

感觉通道

躯干及肢体

自然和文化

核心认知

具 

身 

认 

知

 

 

图 1  具身效应的生成层次 

1.2  躯干及肢体参与核心认知 

这是具身的中观层次。在这个层次当中, 又可分为躯干和肢体两个部分, 它们通过与外

部环境的直接交互而影响着核心认知加工活动。躯干是指整个躯干的感觉运动状态, 如坐、

站、行等姿势, 身体伸张或收缩等状态。肢体是指躯干的各个部分, 主要是作为身体与外界

直接交互的手和脚。当手或脚处于残缺、被占用以及动作状态时(如, 前伸或回缩等), 认知

活动和心理过程均可能受到影响。 

身体姿势整体的变化引起认知活动规律不同, 属于躯干整体参与认知加工的具身现象。

比如, Carney 等(2010)的实验通过身体姿势提升个体内力量感和适应性 1; Fischer, Fischer, 

Englich, Aydin 和 Frey (2011)发现高权力姿势使人们对自己决策的有效性更有信心, 从而系

统性倾向于与他们的决策偏好一致的信息; Rotella 和 Richeson (2013)则发现不同的身体姿势

                                                        

1关于这一效应是否存在, 一直争议不断。Ranehill等(2015)在重复研究时发现了被试自我报告的力量感存在权力姿势效应, 但

在睾丸素、皮质醇和风险行为方面并没发现相应的效应。Garrison, Tang 和 Schmeichel (2016) 提前注册了对权力姿势的重复

和拓展研究, 也没有发现权力姿势导致风险寻求行为, 甚至没有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力量感存在权力姿势效应。Gronau 等人

(2017)通过基于贝叶斯模型的元分析, 对相关研究进行重新分析, 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证明该效应存在, 但在排除掉被试对该效

应熟悉性的影响之后, 发现该效应只有中等程度的存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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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到个体对行为过错的歉疚感和赔偿意愿。黎晓丹, 杜建政和叶浩生(2016)则发现中

国礼文化背景下蜷缩身体姿势与社会地位存在双向隐喻效应。这些研究都涉及躯干整体与外

部世界进行交互时, 躯干整体的不同状态对人类以及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加工的影响。而在部

分躯干或肢体参与认知加工活动的研究中, 当前最广泛和热门的是身体清洁行为 , 比如

Zhong 和 Liljenquist (2006)发现的“麦克白效应”, 即罪恶或不道德感促使人们产生清洗自身

的想法或行为。Lee 和 Schwarz (2011)发现罪恶感中的个体有手部清洁行为偏好, Schnall, 

Benton 等人(2008)发现进行了身体清洁之后, 道德判断的标准会降低等。在宗教研究(Preston 

& Ritter, 2012; Yan, Ding, & Yan, 2011; 阎书昌, 2011)、政治态度研究(Helzer & Pizarro, 2011), 

甚至是对运气好坏判断的影响(Xu, Zwick, & Schwarz, 2012)和日常数钱等经济活动(Yang et 

al., 2013)中, 也有类似发现。这些发现主要证明肢体清洁性特别是手部清洁性, 与道德纯洁

性等高级认知概念和道德厌恶等高级情绪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 

躯干及肢体活动常常伴随认知活动发生, 不同的躯干及肢体活动伴随着不同的认知活

动。因此, 某些躯干及肢体状态与某些认知活动可能存在一定的功能链接, 从而表现出一

定具身效应。这一层次认知活动的具身效应具有伴随性和变化性, 具身表现随认知活动的变

化而变化。相较于自然和文化环境, 这种伴随变化特点更明显, 变化速度更快, 使得这一层

次具身效应稳定性差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具身效应, 可重复性也随之降低。 

1.3  感觉通道参与核心认知 

这是具身的微观层次。微观层面主要强调身体内部的感觉通道, 基于神经传导参与核心

认知加工过程。除了基本感知觉, 如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之外, 还有本体感觉等

都可能会影响高级认知加工活动。 

在视觉上, 道德/不道德与白色/黑色(Sherman & Clore, 2009)、色块的明亮/黑暗(牛怡然, 

鲁忠义, 2013)、交互对象脸孔的明/暗特性(Song, Vonasch, Meier, & Bargh, 2012)、外部环境中

光线的明/暗程度(Banerjee, Chatterjee, & Sinha, 2012)之间存在隐喻相关。在触觉上, 生理温

度与社会温度、“道德温度”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Williams & Bargh, 2008; Kang, Williams, 

Clark, Gray, & Bargh, 2011; 黄茜羽,李宏翰, 2013; 栾子烟, 2013), 轻重、粗糙/光滑、硬软等

触觉物理属性也对不相关的人和事的判断具有影响作用(Ackerman, Nocera, & Bargh, 2010)。

在味觉上, 吃甜食后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性(Meier, Moeller, Riemer-Peltz, & Robinson, 2012), 

而相反 , 味觉上的厌恶与对不道德现象的厌恶有相似的面部肌肉反射 (Chapman, Kim, 

Susskind, & Anderson, 2009), 甚至味觉感知也会影响到个体的政治态度(Eskine, Kacinik, & 

Prinz, 2011)。在嗅觉上, 清新的气味可以诱发互惠和慈善(Liljenquistet al., 2010), 难闻的气味

则可以引发不被尊重等不公平感受(Skarlicki, Hoegg, Aquino, & Nadisic, 2013), 以及被排斥

感(Homan et al., 2017)等; 还有研究发现鱼腥味与社会怀疑之间存在双向隐喻关系(Lee & 

Schwarz, 2012)。在听觉上, 背景音乐会减少人们对信息上的回顾, 积极音乐导致对不道德信

息的注意减少, 对产品的接受度增加(Ziv, Hoftman & Geyer, 2012)。Seidel 和 Prinz (2013)发

现音乐通过情绪对道德判断产生显著的影响。背景音乐还会通过执行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

来影响消费者在价格折扣计算方面的认知表现(Kang & Lakshmanan, 2017)。在本体感觉上, 

学界主要对主观体重、重量感的具身性进行了考察。比如 Day 和 Bobocel (2013)发现不道德

行为组相比于控制组会增加被试对体重的主观判断。何华容和丁道群(2014)探讨了重量与内

疚之间的互相映射关系。韩冬和叶浩生(2014)综合前人研究认为重要性的隐喻建立在重量的

身体体验之上。而近期研究发现抽象的道德概念词和重量具有隐喻关联性(刘钊, 丁凤琴, 

2016)。 

感觉通道参与认知加工, 因其处于身体内部, 测量本身就存在一定困难。在三大层次中, 

这一层次认知活动的具身效应以神经传导为基础, 具有快速变化和适应性特点, 导致感觉通

道参与认知加工的具身效应最难捕捉, 变化速度最快, 从而其稳定性和可重复性也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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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身认知的理论背景和生态学分析, 具身效应的生成层次具有由宏观到微观的差异

性。但是, 在人类认知活动以及研究者的实验研究中, 这三大层次是综合作用于人类认知活

动的, 并非只有某一层次参与了认知加工活动。对具身效应生成层次的划分, 主要意义在于

清楚地定位具身效应生成的关键层次, 从而在具身效应的实验研究以及重复实验中, 更加全

面和准确地进行新的具身效应发现和准确控制的重复验证。 

2  具身效应的强弱条件 

由具身认知的“替代”主题可知, 具身效应本身具有强弱差异性。具身认知的视域中, 核

心认知系统(脑)、身体、环境都是认知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 这三者之间的耦合交互作用越

强, 具身效应也越强。从核心认知、身体和环境三个角度均可能影响三者的耦合交互作用强

度。在核心认知活动中, 主导加工系统的不同、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唤醒程度不同、认知活

动与环境因素的一致性程度不同, 均可能导致三者的耦合交互作用强度不同, 从而使具身效

应具有强弱差异。而从时间角度, 具身效应也可能随短期内的时间流逝而有强弱区分, 也会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保留或发展出某种顺应进化趋势的具身效应。因此, 主导加工系统、具身

唤醒程度、认知活动与环境因素的一致程度以及时间, 它们是影响具身效应强弱的四个基本

条件。 

一是认知任务中主导加工系统的差异性。根据目前主流的二元加工系统的划分, 在处理

认知任务时, 个体的直觉加工系统和理性加工系统具有不同的作用过程。直觉系统反应快, 

与情绪直接相关, 更多无意识成分, 而认知系统相对反应慢, 与认知权衡相关, 更多有意控

制成分。这种二元划分, 早期与 Dijksterhuis 和 Nordgren (2006)提出的关于人类思想的“无意

识思想理论” (Unconscious Thought Theory)类似, 区分了两种思维模式：无意识和有意识, 也

与近期的直觉加工和理性加工的划分具有相似之处。在道德认知领域, Greene 等在综合前人

的理性道德和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 对提出的道德双加工理论也作了类似划分(Greene, 

2007; 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Ferrin (2017)在对心理学和认知

科学的总结中指出, 大脑中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系统 1)被描述为快速、直观、敏锐、

可能更原始, 而另一个系统(系统 2)则被描述为更慢、更深思熟虑, 并对高阶认知负责。显然, 

在讨论具身效应是否存在的时候, 应当将这两个认知系统进行有效分离来加以考察。Schnall 

et al., (2008) 关于具身厌恶影响道德判断的发现支持了道德判断被直觉加工驱动的理论, 而

不是通过认知推理。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具身效应可能更多存在于直觉系统。最近 Zestcott, 

Stone 和 Landau (2017)对重量−重要性具身效应中有意注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初步发现有

意注意的认知加工会消除掉具身效应, 也证明具身效应可能存在于直觉系统。但在其他具身

效应的研究中, 尚且需要进一步检验。 

二是认知任务中具身变量的唤醒程度差异性。具身变量的唤醒程度是指具身变量参与认

知和行为任务的程度。比如单纯的视觉搜索任务基本上只依靠视觉通道完成, 不需要其他感

觉通道参与, 具身唤醒程度较低。而以厌恶这种情绪反应为例, 厌恶本身具有身体弥散性影

响, 会唤醒身体整体性的防御机制, 导致整个身体和各个感觉通道驱动身体逃避厌恶源, 具

身唤醒程度较高。除了厌恶之外, 疼痛也有类似作用, 比如Eisenberger, Lieberman和Williams 

(2003)发现被社会排斥时所产生的痛苦与生理疼痛感具有类似的脑神经机制。这种社会疼痛

的具身性具有非常高的具身唤醒程度。因此, 具身唤醒程度可能随认知任务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 从而使具身效应并不具有跨任务的效应一致性, 在不同认知任务之间进行具身效应的比

较和元分析计算也应该相应进行区分。 

三是认知活动与环境因素的一致性程度差异性。环境因素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

文化环境因素。当假设的具身效应与环境因素高度一致时, 该环境所预测的具身效应发生的

可能性更高, 反之则更低甚至消失。比如在中国的等级文化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当中,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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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上存在对高权力等级个体叩拜的文化传统, 因此个体对社会权力的服从会导致更多的

身体蜷缩度(黎晓丹等, 2016), 但是这种现象在平等自由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则未必存在。而在

以往的研究当中, 对具身效应的文化背景环境一致性的考查相对较少。阎书昌(2011)提出对

身体洁净与道德关联性的跨文化一致性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杨继平和郭秀梅(2016)

也认为跨文化验证具身效应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很有必要。而当前的重复研究之所以不能重

复出原研究的具身效应或效应量低于原研究, 这与被试群体所属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性

不无关系。苏彦捷和孙芳芳 2014 年对道德具身效应的元分析也发现了被试来源国家的显著

调节作用。 

四是具身效应随时间变化。目前所发现的大多数具身效应都是使用启动范式而发现的, 

启动效应常常在短期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比如 Zhang 和 Li (2012)发现拿一个重包(相

对于轻包)会使被试将事情判断为更为重要, 但这种关系受到重量相关概念的通达性的中介

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通达性逐步下降, 从而导致具身效应逐步降低。这可能是一种

与动机无关的具身加工, 而前人研究也发现在动机相关的加工活动中, 目标动机感会随短期

内的时间流逝而增强直到目标达成(Chartrand, Huber, Shiv, & Tanner, 2008), 从而使具身效

应表现为一种随时间增强的现象(Mukherjee, Kramer, & Kulow, 2017)。在长期的时间进程

——进化相关性方面, 具身效应与有利于进化的三个方面：避免伤害、趋近有利条件和信号

作用的相关程度(薛灿灿和叶浩生, 2011), 也可能是影响具身效应的重要因素。具身研究中重

复实验与原实验存在时间差, 因社会文化变迁, 隐喻内容变化等因素也会导致具身效应量变

化甚至不可重复。因此, 有必要将具身效应增强或减弱的时间特性纳入具身效应研究设计的

考虑范围。 

基于核心认知(脑)、身体和环境的耦合交互作用的差异, 具身效应强弱也会存在差异。

前三个方面从空间横断视角进行剖析, 强具身效应可能主要由直觉系统主导, 具有高身体唤

醒程度, 与环境因素高度一致的特征; 而相对而言, 弱具身效应由理性系统主导, 具有低身

体唤醒程度, 与环境因素低一致甚至不一致的特征。而第四个方面从时间纵向视角, 目前

较少得到研究, 尚且没有达成共识。某些研究发现极低的具身效应甚至完全无效应的情况, 

很有可能由于前三个方面的操控不严以及第四个方面未纳入应有的考虑导致。 

3  具身效应的建构方向 

根据具身认知的“概念化”和“构成”主题, 具身可能作为认知的主体或者客体而存在于人

类建构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具身实质上表现为一种调节作用, 调节着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

之间的关系, 以及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具身效应的建构方向问题, 苏彦捷和孙芳

芳(2014)主要讨论了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间的单向或双向隐喻关系。实际上, 具身效应的

建构方向区分并不仅仅存在于概念的具体与抽象之间, 而是从认知、情绪、行为三个方面均

存在具身效应的建构方向区分：在认知上的区分主要表现为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间的隐喻

建构关系(Gilead, Gal, Polak, & Cholow, 2015; IJzerman & Koole, 2011; Landau, Meier, & 

Keefer, 2010; Schaefer, Denke, Heinze, & Rotte, 2014; 杨继平, 郭秀梅,王兴超, 2017; 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 2013); 在情绪上, 主要讨论具身情绪变量和高级情绪变量之间的单向或双

向建构关系(Montoro, Jose Contreras, Rosa Elosua, & Marmolejo-Ramos, 2015; Niedenthal, 2007; 

Oosterwijk, Rotteveel, Fischer, & Hess, 2009; Price & Harmon- Jones, 2015; Sheikh, Botindari, & 

White, 2013; Wiswede, Muente, Kraemer, & Ruesseler, 2009); 在行为上, 主要讨论具身行为变

量和内在心理变量之间的单向或双向建构关系(Schaefer, Rotte, Heinze, & Denke, 2015; 

Valdesolo, Ouyang, & DeSteno, 2010; 黎晓丹等, 2016; 阎书昌, 2011; 翟贤亮, 葛鲁嘉, 2017)。

这些现象和心理机制可以由概念隐喻理论、知觉符号理论、情绪具身理论和模拟感觉运动隐

喻理论加以解读(详见方溦, 葛列众, 甘甜, 2016)。从具身变量的角度, 作为参与认知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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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具身变量与认知变量、具身变量与情绪变量、具身变量与行为变量三者均可能存

在单向或双向建构性。在以往的研究当中, 仍然存在部分研究没有对具身效应的方向性加以

区分, 这可能也是某些效应无法重复的重要因素。 

在认知层面, 具身效应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主要表现在对概念隐喻的研究方面(Gilead et 

al., 2015; IJzerman & Koole, 2011; Landau et al., 2010; Schaefer, Denke, Heinze, & Rotte, 2014; 

杨继平等, 2017)。殷融等对概念隐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殷融, 曲方炳, 叶浩生, 2012; 殷

融等, 2013), 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空间隐喻、温度隐喻、洁净隐喻、触觉隐喻等, 基于此

指出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塑造隐喻映射单向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因素等问题。最近杨继平等

(2017)从红白颜色、左右位置和正斜字体三个维度考察道德概念的隐喻表征, 发现左右位

置、正斜字体与道德概念存在一定的隐喻联结。这些对具身认知的隐喻方向性提供了参考。 

情绪层面, 目前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探讨具身情绪变量对高级情绪变量的影响作用, 比如

道德厌恶的研究中多以核心厌恶唤起具身厌恶感, 然后观测到这种厌恶感对后续的社会判

断的影响(Giner-Sorolla & Chapman, 2017; Horberg, Oveis, Keltner, & Cohen, 2009; Schnall, 

2017; Schnall, Haidt, et al., 2008), 反向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 以 Eskine, Kacinik, & Webster 

(2012)的研究为代表, 他们发现, 阅读损人行为、道德性或者中性事件会相应地启动被试对

味觉的厌恶, 喜欢或者中性的品尝经验; Banerjee 等人(2012)发现, 不道德行为启动组相比于

道德行为启动组会判断所处环境更暗, 而且在选择实验礼物时更偏好与光源相关的物品; 

Skarlicki et al. (2013)则发现厌恶情绪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嗅觉反应。情绪具身性有着广泛的理

论假说与研究证据(刘亚, 王振宏, 孔风, 2011), 但在具身方向性探讨上还需要继续推进。 

在行为层面, 具身行为变量与内在心理变量间的建构方向性可以区分为执行性具身和塑

造性具身。执行性具身是指具身行为变量是对某种内在心理变量的执行性表现, 如黎晓丹等

(2016)在研究中发现, 相比于被试给同地位的同学打电话, 被试给校长等社会地位高于被试

的人打电话时身体蜷缩度更高, 这就是具身变量(身体蜷缩度)对内在心理变量(社会权力地

位服从)的执行性表现。塑造性具身是指具身行为变量塑造或引起内在心理变量的变化, 如

Valdesolo等(2010)发现同步摇摆增强了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动作的感知敏感性, 从而提高了他

们在随后的联合行动任务中的成功率, 这需要动态地发现并对合作伙伴的动作做出适当的

反应, 这便是具身行为变量(同步摇摆)对内在心理变量(他人动作感知力)的塑造性作用。

Schaefer 等(2015)对塑造性具身的通道特异性研究发现, 在语音邮箱中说谎之后被试对漱口

产品的需要增强, 而写了一个谎言之后被试对洗手产品的需要增加, 但对于执行性具身是否

有类似的效应目前尚不清楚。 

在具身效应的重复研究当中, 一方面, 必须注意到原研究中的具身效应的建构方向, 在

实验操作中对方向进行有效控制, 特别是对认知、情绪和行为的不同层面的建构方向必须进

行严格控制, 否则, 笼统地对具身效应进行元分析或者缺乏严格控制的重复实验, 并不能证

明具身效应不可重复甚至不存在。另一方面, 就整个具身效应的研究而言, 具身变量作为

认知活动的构成“要素”而并非简单的“因素”作用, 其更重要意义在于具身变量对传统心理

变量间关系的调节或中介作用。在不同建构方向上可能存在着认知、情绪和行为变量的共

生变量未被纳入考察。而具身变量正是在对这些变量间关系的调节或中介中起作用。 

4  具身效应的任务特性 

以具身变量为自变量设计的实验, 最常见的实验范式有启动范式、STROOP 范式、IAT

范式、情境操纵范式等(陈潇, 江琦, 侯敏, 朱梦音, 2014)。这些实验范式的任务通常有两种

类型：离线性任务与在线性任务。离线性具身任务常常是相继性的, 以启动范式为代表, 常

常以启动某种心理变量, 然后来观察其是否影响具身表现, 比如Bargh的“老年人实验”和“热

咖啡”实验(Bargh et al., 1996; Williams & Bargh, 2008)。与这种离线性任务相似的实验, 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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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能受到启动本身的效力, 以及时间衰减等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 离线性具身所影响的

具身变量通常与实验任务没有直接关系, 是一种无意识影响的探讨, 这也为实验无法重复埋

下隐患。在线性具身任务常常是伴随性的, 以现场情境操纵范式为代表, 具身与被试所操作

的实验任务之间融合在一起, 具身变量伴随着实验任务过程。在线性具身当中, 具身变量与

所探讨的变量之间通常存在一定关系。比如 Rozin, Haidt 和 Fincher (2009)在点评同期

Chapman 团队的工作(Chapman et al., 2009)时, 指出苦味直接触发的抵触和厌恶感引起不公

平感等社会情绪, 这便是在线性具身的典型代表。 

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 第二人称(second-person)方法所体现的在线性实时交互特

征(Schilbach et al., 2013)是在线性具身的典型代表。Moore 和 Barresi (2017)指出社会理解发

展中包括了 5 种第二人称的信息的综合作用：自主(self- directedness), 耦合(contingency), 互

惠(reciprocity), 情感卷入(affective engagement)以及意图共享(shared intentions)。这种第二人称

范式方法比第三人称的旁观推测具有更强的实时社会交互特性, 被试在实验任务中更能寓

于其中, 也更可能表现出具身效应。最近一项使用第二人称方法对高功能自闭症成人社交耦

合敏感性的研究 , 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很好的具身交互特性 , 有助于社交功能的恢复

(Zapatafonseca, Froese, Schilbach, Vogeley, & Timmermans, 2018)。 

在具身效应的研究中, 在线性任务相比离线性任务具有更重要的具身意义。在线性任务

的具身效应大于离线性任务的具身效应(苏彦捷, 孙芳芳, 2014)。从具身认知对传统认知科学

离身性革命的角度, 具身认知真正将人类的认知活动还原到其所发生的环境和载体(身体)之

中, 使认知活动具有了生态性。而这种生态性正在于具身变量与核心认知活动的同步在线

性。离线性任务实际上是通过核心认知想象再现的方式使具身变量参与了当下核心认知加工, 

这种再现性本身就可能使具身效应衰减甚至消失。 

与具身效应任务的离线和在线性区分相关, 具身变量在实验任务中的变量属性也很重

要。理论上, 具身变量可以以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四种形式出现在实验研

究当中。而从具身认知的理论渊源来看, 身体承载并影响认知加工, 具身变量最重要的角色

应当是调节变量, 对人类的内部认知活动与外部实践活动的关系进行调节。而出于实验逻辑, 

为了证明具身变量的直接作用, 研究者常常将其作为自变量来观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这样

操作化在实验逻辑上并无不妥, 但是与具身的构成假设有出入。身体或世界在认知加工中扮

演了要素(constitutive)角色, 而不是简单的因果性(causal)角色。因此, 具身实验操作化任务特

别是在在线性实验任务中应更多将具身变量操作化为伴随性的调节变量, 这也是影响具身

效应的重要因素。 

对实验任务的离线性和在线性区分, 以及具身变量的属性区分, 对于厘清具身效应及其

可重复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人类日常认知活动当中, 具身影响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具

身变量与认知变量的同步在线性, 从而对人类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离线性任务, 研究

者实际上利用的是想象再现从而实现基于想象的具身−认知同步性。而这种想象再现本身就

可能导致具身变量的影响力下降, 进一步导致数据统计上的不显著。具身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出现在实验研究设计当中, 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5  研究展望 

具身效应之所以难以重复, 时有时无, 与学界没有回到具身哲学源头上将具身效应细化

区分有一定关系。根据具身认知的“概念化”、“替代”和“构成”主题以及近年来具身效应研究, 

具身效应应当从生成层次, 强弱条件, 建构方向和任务特性四个方面进行细分, 从而促进

对具身变量在人类认知加工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基于以上区分,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

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第一, 具身效应层次的分离与综合。在实际生活当中, 具身的环境、身体及其感官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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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常常相互依赖, 共生共存, 三者并不能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 为了厘清这三个层次

上的具身效应差异性, 有必要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当中关注这三大层次的分离与综合, 

从而更加深入细致地找到具身效应所处的关键层次以及个体差异等。 

第二, 具身效应强弱条件的界分。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具身效应当中, 主导加工系统未做

区分, 身体唤醒程度各有不同, 与背景环境的一致性程度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从横断分析

上可能导致效应强弱差异的原因, 需要在未来的实验研究中进一步界分。而在时间纵向维度

上已有研究发现, 具身效应在时间上具有随时间的动机加工导致的效应增强特征, 也有随时

间的非动机加工引起的效应衰减特征(Mukherjee et al., 2017; Natanzon & Ferguson, 2012), 这

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具身效应在时间上的强弱规律。 

第三, 具身效应的调节或中介机制的探索。具身效应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具有主体

与客体、内部建构与外部执行的方向性差异。具身变量常常在传统离身认知变量与外在行为

变量之间扮演着调节或中介角色, 正如 Schnall (2017)在综述身体厌恶与道德判断的研究时

提出, 实验启动的厌恶和清洁影响了道德判断, 但需要考虑调节变量和归因过程。因此, 未

来研究有必要对具身效应的调节或中介机制进行探索, 以明确具身变量的“构成”角色作用。 

第四, 具身实验范式的革新。当前的具身认知实验范式多延用或化用传统基础认知(特别

是感知觉)和社会认知(特别是情境认知)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的实验任务多为离线性具身任

务, 在线性具身任务较少。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中所使用的第二人称技术, 可以作为具身研究

的参考方法, 实验本身应当基于使被试寓于其中的实时交互来进行设计。目前, 尚且没有基

于在线性实验任务的具身实验特异性范式。因此, 在未来的实验研究当中, 应该进一步拓展

具身实验范式, 特别是整合移动互联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穿戴式设备以及

3D 运动捕捉技术等新技术和方法, 找到适用于具身认知的独特实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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